
·中国哲学·

论 《周易集解》 与东亚汉学易

林 忠 军

[摘 　 要] 汉学易的兴起, 最为重要的文本是唐代李鼎祚的 《周易集

解》, 然其书在程朱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期仍未广泛流传。 至 17 世纪后,
随着时代学术的变迁, 汉代易学受到东亚易学家高度的关注而成为易学中

的显学, 《周易集解》 因为保存汉易资料成为宋易衰落之后最为重要的典

籍。 汉学易肇始于中国清初宋易衰落之时, 鼎盛于中国乾嘉时期、 日本江

户时代中后期和朝鲜半岛朝鲜王朝中后期。 受清初毛奇龄等人影响, 中国

清代乾嘉学派、 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 韩国朝鲜时期实学派, 一方面通过

解释李鼎祚 《周易集解》 等所存的汉代易学资料, 恢复了以象数为主的

汉易; 另一方面, 立足于不同国别, 重建了新的汉易体系 (汉学易)。 汉

学易在东亚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官学化的宋易中图书之学与易学原初的

文本相悖, 而存古义的汉易失传, 汉易以象数解经存有附会之弊。 因此,
清算宋代图书之学、 考辨易学真伪、 汇集梳理已经失传的汉易, 是复兴和

重塑汉易的开端。 以 《周易集解》 为研究对象, 重新解释汉易, 探索易

学文本固有的意义是东亚汉学易研究的主要内容。 东亚汉学易在整理和解

释汉代易学时形成, 却与汉代易学不尽相同。 东亚汉学易, 具有连续性、
一体化、 本土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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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鼎祚 《周易集解》 成书及流传

成书于殷末周初的 《周易》 本为卜筮之书, 经孔子整理和解释, 《周易》 成为

内涵哲理的儒家经典。 适应了西汉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需要后, 易学得到了空前的

发展。 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但是易学文本因是卜筮之书而得以幸存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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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汉代易学家迎合天人之学思潮, 通过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果而形成了

具有师承关系的学派和形态各异的易学理论。 自孔子传 《易》 始, 师师相承, 心

口相传, 绵绵不绝。 至汉代的田何, 成为孔子易学之正宗, 汉代易学皆本之田何。
西汉经田何传授, 《易》 有施仇、 孟喜、 梁丘贺、 京房四家官方易学。 民间又有费

直、 高相二家易学, “施、 孟、 梁丘、 京氏四家皆立博士, 费、 高二家未得立”
(《后汉书》, 第 2549 页)。 清儒吴翊寅按解 《易》 方法把西汉易学划分 “训诂举

大义” “阴阳侯灾变” “章句守师说” “彖象解经意” (《续修四库全书》 第 39 册,
第 113 页, 引文略有改动) 四种类型。 他指出: “曰训诂举大义, 周、 服、 王、
丁、 杨、 蔡、 韩七家易传是也; 曰阴阳侯灾变, 孟喜、 京房、 五鹿充宗、 段嘉四家

易传是也; 曰章句守师说, 杨何、 施、 孟、 梁邱、 京五家博士所立以教授者是也;
曰彖象解经意, 费直、 高相二家民间所用以传授者是也。” (同上) 其中以言阴阳

灾变的孟喜、 京房象数易学迎合汉代天人之学而成为当时易学主流。 东汉承袭西汉

易学, 大致也有四派, “曰马融、 刘表、 宋衷、 王肃、 董遇皆为费氏易, 作章句者

也; 曰郑玄、 荀爽本治京氏易, 而参以费氏者也; 曰虞翻本治孟氏易, 而改以

《参同契》 纳甲为主者也; 曰陆绩专治京氏易者也。” (同上) 就注经而言, 汉代易

学最大特点是象数兼顾训诂。 汉代象数指 《周易》 卦爻符号及其与之相关的互体、
卦气、 卦变、 爻变、 纳甲、 爻辰、 爻数、 五行数、 九宫数等。 象数方法揭示易文本

系辞的依据; 训诂, 是汉代经学通用的方法, 《周易》 文本古文字晦涩难懂, 以训

诂方法解释易文本文字的意义。 虽然汉代易学除了象数兼训诂外, 还有其他特征,
如独守师说、 资取科学、 杂糅神学, 但是象数兼训诂仍是汉代易学最重要的方法。
(参见林忠军, 2000 年, 第 23 - 28 页)

由于汉代易学家以 《周易·系辞》 “观象系辞” “观象玩辞” 为原则, 坚信

《周易》 文本字词句皆本象数而作, 为了以象融通易辞, 不惜脱离文本, 改变取象

方法和扩大八卦之象, 故易学流于零碎、 繁琐的附会之学, 导致了自身的衰微。 同

时, 随着东汉王朝的灭亡, 依附东汉的象数易学和经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 故汉末

除了郑玄易学外, 其他象数易学无人问津。 “后汉费氏兴, 而高氏遂微。 永嘉之

乱, 施氏、 梁丘之易亡, 孟、 京、 费之易, 人无传者。” (陆德明, 第 6 页) 魏晋

王弼起, 深斥象数之弊, 尽扫汉代象数之风, 以老注 《易》, 辨名析理, 成为易学

强音。 南北朝时, 王弼易与郑玄易二分天下。 南朝王弼易为官学, 北朝以郑玄易为

官学。 隋唐南北朝合一, 王弼易学成为易学正宗。 唐孔颖达奉诏撰 《周易正义》,
疏解王弼易注。 王弼易学作为官学, 成为易学主流, 结束南北分离、 易学多门的局

面, 唐代易学因而达到空前的统一。 然而易学象数、 义理并存, 互为表里, 不可分

离, 则为孔子儒家易学之本义。 孔颖达似乎有所觉察。 他指出:

今既奉敕删定, 考察其事, 必以仲尼为宗; 义理可诠, 先以辅嗣为本; 去

其华而取其实, 欲使信而有征。 (《十三经注疏》 整理委员会整理,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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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华而取其实” 是指以王弼易注及义疏的南学易, 有华而不实之辞。 而 “江南

义疏, 十有余家, 皆辞尚虚玄, 义多浮诞” (《十三经注疏》 整理委员会整理, 第

2 页)。 孔颖达明言其失, 然而孔氏为王弼易作疏义, 实乃皇命难违, 又受限于

“疏不破注” 原则, 从根本上无法改变王弼易注 “华而不实” 之风, 故 “疏文仍失

于虚浮, 以王 《注》 本不摭实也” (皮锡瑞, 第 67 页)。 虽然 《周易正义》 保存

了许多汉易观点, 但多持批判态度。 因而 《周易正义》 成书颁布, 汉易逐渐被冷

落和式微, 正所谓王弼易出汉易亡。 同时, 以王学统一易学, 以一家取代百家, 其

义未必完全符合易文本之义。 而对于王弼易一家之疏, “以其杂出众手, 未能自成

一家” (同上, 第 66 页), 又未能尽人意。 鉴于此, 易学发展仍须兼收并蓄, 取汉

代象数训释之义, 以补易学之偏。 隋唐之际, 前有陆德明作 《经典释文》, 其中

《周易音义》, 宗王弼易, 虽属南学, 却保存了大量汉代易学音韵训诂之义, 力补

南学之失, 开集汉易之先, 但陆氏集汉象数之学极少; 后有李鼎祚, 为了易学

“修局见” “辨源流”, 以淹博的易学知识和易学史的担当, 大胆质疑 “全释人事”
的官学王弼易, 是 “人事近而易习, 则折杨黄华, 嗑然而笑”, 倡导汉易象数。
(参见张文智、 汪启明整理, 周易集解序, 第 2 页) 李鼎祚说:

臣少慕玄风, 游心坟籍。 历观炎汉, 迄今巨唐, 采群贤之遗言, 议三圣之

幽赜, 集虞翻、 荀爽三十余家, 刊辅嗣之野文, 补康成之逸象。 (张文智、 汪

启明整理, 周易集解序, 第 2 页)

显然, 《周易集解》 成书, 调和郑王, 是李鼎祚 “慕玄风, 游心坟籍, 历观炎汉,
迄今巨唐”, 自觉反思汉唐易学的必然, 更是郑、 王之争 “致后学之徒, 纷然淆

乱” 而 “全释人事” 王学一统天下、 易学客观发展的必然。 (参见同上, 引文略有

改动) 也就是说, 没有李鼎祚对于汉唐易学的反思、 发现王弼官学易偏于义理、
违背了象数义理兼顾的易学本义, 就没有 《周易集解》 的成书。 如朱睦 所言

“自商瞿之后, 注易者百家, 而郑氏玄、 王氏弼为最显。 郑之学主象数, 王之学主

名理……二氏学并立。” (张文智、 汪启明整理, 周易集解序, 第 3 页) “唐兴, 孔颖

达受诏 定 《五经正义》, 于易独取王传, 而郑学遂废。” “康成去古未远, 其所纂述

必有所本。 鼎祚恐其失坠, 以广其说, 均之为有裨于易者也。” (同上)
按照李鼎祚自序, 《周易集解》 集汉魏易学三十余家。 据 《中兴书目》 统计,

书中辑有 “子夏、 孟喜、 京房、 马融、 荀爽、 郑康成、 刘表、 何晏、 宋衷、 虞翻、
陆绩、 干宝、 王肃、 王辅嗣、 姚信、 王廙、 张璠、 向秀、 王凯冲、 侯果、 蜀才、 翟

元、 韩康伯、 刘瓛、 何妥、 崔憬、 沈麟士、 卢氏、 崔觐、 孔颖达等凡三十余家”, 并

附有 《九家易》, 《乾凿度》 十七篇。 (参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第 1 册, 第 365 -
366 页) 明朱睦 增焦赣、 伏曼容二家, 清朱彝尊增姚规、 朱仰之、 蔡景君三家。
今人潘雨廷通过考证增孔安国、 延叔坚两家, 加上李氏案语 “计四十家之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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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凡二千七百余节” (李道平, 第 1 页)。 以潘先生统计, 超过百节以上有干宝、
《九家易》、 侯果、 崔憬、 荀爽、 虞翻等。 以虞翻最多, 约一千三百节。 (参见同

上, 第 2 页) 虞翻家传孟喜之易, 是两汉象数易学集大成者。 从李鼎祚 《周易集

解》 节录易注看, 以汉儒象数居多, 其中保留了汉易中卦变、 互体、 卦气、 升降、
纳甲、 旁通、 世魂、 飞伏、 爻变、 易数等解易体例和一些文字训诂的资料, 以补渐

被遗忘以象数为主的汉易。 当然, 该书也汇集了少量的王弼易注、 韩康伯易注、 孔

颖达注疏等官学化的义理易。
唐代代宗登基后, 李鼎祚将 《周易集解》 一并进献于朝, 因为该著作与当时

盛行的官学易格格不入, 其流传仅仅局限在蜀地。 在宋庆历年间, 科举考试, 贤良

对策, 考官从 《周易集解》 取六题, 以至贤良多下第。 计用章即从蜀地大儒平阳

公处得 《周易集解》, 与平阳公之子彦孚而习之。 “彦孚既授卒业, 且欲中都官文

与先学士之意, 因缄别本, 属所亲眉阳孙景初, 募工刊刻, 以广传布。” (张文智、
汪启明整理, 后序, 第 290 页) 《周易集解》 版本在程朱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期仍

未广泛流传。 只有少数易学家如南宋朱震、 李中正、 丁易东和明代熊过、 陈士元、
魏濬等引用过 《周易集解》, 其影响极少。

二、 《周易集解》 与清代汉学易的兴起

自宋至明, 《周易集解》 陆续被翻刻重印, 并被部分学者反复引用, 此为重振

汉易重要的一环。 “由 《周易集解》 之刊刻可见, 此书被学术界大为重视, 实自明

清之际开始, 于此亦可见复兴汉学的趋向。” (谷继明, 第 50 页) 清代以降, 随着

宋易的衰落, 清初对于宋图书之学清算成为汉易复兴的前奏。 李鼎祚 《周易集解》
版本倍受关注, 最为著名有 《雅雨堂丛书》 本, 《四库全书》 本, 《学津讨原》
本, 姑苏喜墨斋刻本, 《古经解汇函》 本等。 清初, 虽然官学是程朱易学, 但是为

了纠晚明心学之学风, 汉易研究悄然兴起。 作为康熙帝亲订的 《周易折中》 先列

朱子 《周易本义》、 次列 《程氏易传》, 以示以朱程易学为宗。 后又有 “集说”,
采汉唐宋元明诸儒之易说, “可以备一说……以佐 《传》 《义》 所未及者” (《康熙

御纂周易折中》, 凡例, 第 1 - 2 页)。 其中汉代易学, 多取李鼎祚 《周易集解》。
显然, 清初官学易并未完全否定汉易。 以象数兼顾训诂、 考辨为方法的清代易学,
正是通过整理和解释李鼎祚 《周易集解》 而形成的。 如清初毛奇龄通过检讨李鼎

祚 《周易集解》 中汉易, 沿用了汉人互体说, 以 “反易” “对易” 取代了虞翻

“旁通” 和 “反卦”, 以荀爽、 虞翻等卦变说为基础, 发明了移易说。 对于这一点,
他直言不讳: “移易一例, 文、 周倡之, 夫子早发明之, 而汉初田何受 《易》, 传

及孟喜, 有外黄令焦延寿者, 实始嬗移易之学。 ……乃东汉儒臣自马融、 郑玄外,
凡说 《易》 家如宋衷、 干宝、 虞翻、 荀爽、 陆绩、 侯果、 蜀才、 卢氏以及蔡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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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曼容诸儒各守师承以立说, 或主旁通, 或主正变, 或以 《乾》 《坤》 为父母, 或

以 《泰》 《否》 为胚胎, 或兼宗六子, 或专本十辟, 而挂十漏一, 依此失彼。 初未

尝不与推移相合。” (毛奇龄, 第 6 页) 黄宗羲作 《易学象数论》 取李鼎祚 《周易

集解》 汉学易例, 评其得失。 即他所说 “摘发传注之讹, 复还经文之旧” (黄宗

羲, 第 12 页)。
然至乾隆时, 学术上一方面承袭先皇传统, 尊崇朱子之学, 另一方面倡导汉

学。 如乾隆提出研习宋学当参照汉学。 他指出: “今之说经者, 间或援引汉唐笺疏

之说。 夫典章制度, 汉唐诸儒有所传述, 考据固不可废。 而经术之精微, 必得宋儒

参考而阐发之, 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 如揭日月而行也。” (《高宗纯皇帝圣训》 卷

十三) 于易学, 则接受了汉易。 他说: “学 《易》 者不深味乎圣人之辞, 则无以探

夫分爻立卦之本, 然而体观变玩占之实用, 后儒之偏主一说, 以为言者, 非知

《易》 者也。” (《周易述义》) 这里 “探夫分爻立卦之本” 是指汉代象数之学。 傅

恒等人奉诏编撰 《周易述义》 以汉易 “象数之学, 则去古未远, 授受具有端绪”
为由, 言互体与变爻, “取象, 则多从古义”。 (《四库全书总目》, 第 35 页) 纪昀

奉诏撰修 《四库全书》 也收录了李鼎祚 《周易集解》。
清初学者对宋易进行系统反思后, 至乾嘉时期, 李鼎祚所编撰的 《周易集

解》 的学术地位发生显著变化, 成为学者研究汉易的重要文献。 自王弼易学盛行

以来, 汉代易学逐渐衰微, 相关注疏大多散佚, 幸赖唐代李鼎祚编撰 《周易集

解》 , 保存了汉易的珍贵材料。 因此, 对 《周易集解》 的整理与研究, 成为清儒

复兴汉易的基础。 皮锡瑞指出: “惟李鼎祚 《周易集解》 多存古义。 后人得以窥

汉 《易》 之大略, 考荀、 虞之宗旨, 赖有此书。” (皮锡瑞, 第 70 页) 章太炎指

出: “清人说 《周易》 多摭李鼎祚集解, 推衍其例, 则郑、 荀、 虞之义大备。”
(章太炎, 第 48 页)

汉易的恢复与重建, 始于对汉代易学佚文的辑录与相关文献的校勘。 乾嘉学者

以李鼎祚 《周易集解》 为据, 对其所收录的近四十家易注进行全面整理, 以汉代

人物为线索, 对其中文献进行分类归纳, 并广泛搜集 《周易集解》 之外的汉易材

料, 辑录成册, 力图还原已佚的汉代易学典籍, 重建汉易传统。 如张惠言 《易义

别录》 《周易郑氏注》、 李富孙 《易解剩义》、 孙堂 《汉魏二十一家易注》、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 黄奭 《黄氏逸书考》 等, 皆取材于 《周易集解》。
在此基础上, 乾嘉学者秉持汉易近古存真的观点, 以 《周易集解》 为依据,

全面疏解汉易或以汉易方法诠释经文。 吴派惠栋秉承家学传习汉易, 著 《易汉学》
恢复了汉代 “家法” “师法” “识得汉易源流” (惠栋, 第 526 页); 著 《易例》 于

汉代象数, 发凡起例; 著 《周易述》, 以汉易正订易文本, 运用象数与训诂方法,
“发挥汉儒之学, 以荀爽、 虞翻为主, 而参以郑元、 宋咸、 干宝诸家之说, 融会其

义, 自为注而自疏之” (《四库全书总目》, 第 44 页)。 惠氏后学江藩称其取李鼎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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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集解》 “精研三十年, 引伸触类, 始得贯通其旨。 乃撰 《周易述》 一编, 专

宗虞仲翔, 参以荀、 郑诸家之义。 约其旨为注, 演其说为疏。 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

余年, 至是而粲然复章矣” (江藩、 方东树, 第 28 页)。 可惜惠栋未竟全书而卒,

后续由江藩、 李林松分别撰 《周易述补》 续成之。 常州张惠言则专研虞翻易学,

撰 《周易虞氏义》 《周易虞氏消息》 等, 深入阐发虞氏易学隐义, 被推为虞氏易之

专家。 此后胡祥麟、 方申等人赓续之, 以补张惠言虞氏之学。 李道平撰 《周易集

解纂疏》, 在吸收了惠栋、 张惠言解释的基础上, 系统疏解 《周易集解》 所收汉魏

各家易说, “于虞氏之隐辞奥义, 阐发详尽”, “他家之说, 亦随文诠释, 句疏字

节, 家法了然”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 第 107 页)。

同时, 乾嘉学者通过解释 《周易集解》 存留汉易材料, 重建汉易体系。 他们

在解构汉宋易学的基础上, 延续东汉重视象数与训诂的传统, 构建具有汉学特色的

新易学体系, 即汉学易。 如扬州焦循反思汉宋易学, 在批判卦变、 卦气、 纳甲等象

数方法的基础上, 融合音韵训诂、 天文学和算学, 提出 “旁通” “时行” “相错”

等体例通解 《周易》, 其著作被誉为石破天惊。 姚配中则以郑玄易学为本, 兼采荀

爽、 虞翻及 《易纬》 之说, 构建了以 “元” 为核心的 《周易》 姚氏学体系。 高邮

王念孙、 王引之父子远承两汉训诂传统, 近取顾炎武治学方法, 主张以文字训诂解

经, 提倡 “诸说并列则求其是” “以己意逆经义” “证以成训” (王引之, 第 2 - 3

页) 的原则, 反对墨守汉儒易学象数旧说, 建立起以训诂为核心的易学范式, 影

响深远。 此后朱骏声、 李富孙、 宋翔凤等人继之而起, 训诂治 《易》 蔚然成风。

至此, 融合音韵训诂、 象数与文献考辨的乾嘉汉学易体系正式形成, 成为清代易学

乃至整个东亚汉易研究的重要标志。

清代汉易复兴与重建或清代汉学易兴起, 最为重要的文本是 《周易集解》, 除

此之外, 唐代陆德明 《经典释文》 之 《周易音义》 存古音义, 也是不可忽略的文

本。 如全祖望指出: “德明 《释文》 力存古儒笺, 故未可忽也。” (全祖望, 第

1533 页) 《周易音义》 用王弼易学本, 本属于是南学, 与南学不同的是, 却保留

北学大量失传了汉易训诂资料。 “ 《周易》 多取两汉古注, 以马融、 郑玄注居多,

另有荀爽、 虞翻、 京房、 董遇、 王肃等注; 古注之外, 又取近人蜀才、 干宝、 徐

邈、 伏曼容、 梁武、 刘昞等注。” (焦桂美, 第 441 页) 同时, 该书也存有少量的

汉代象数易学资料, 如互体、 八宫、 卦气等内容。 陆德明之 《易》, “皆为一时之

最” (《旧唐书》, 第 4943 页), 故唐代孔颖达撰 《周易正义》 兼取陆德明 《周易

音义》, 成为唐宋时期官学而盛行, 至清代多次被校勘刻印, 其中汉易内容备受关

注。 清代顾炎武、 王引之、 朱骏声、 李富孙、 宋翔凤、 俞 樾 等 以 文 字 训 诂 治

《易》, 多本之 《经典释文》 而发。 故陆德明 《经典释文》 之 《周易音义》 在汉易

复兴和重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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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汉学易在东亚的传播与发展

中国易学传到朝鲜半岛后, 在朝鲜王朝时期达到了鼎盛。 李鼎祚的 《周易集

解》 在此时期也在易学界流传。 如在全寅初编的 《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 中著

录有 1818 年刊刻的李鼎祚 《周易集解》 和 1891 年刊刻的李道平 《周易集解纂

疏》, 朝鲜高宗 《集玉斋书籍目录》 著录李鼎祚 《周易集解》 两部。 《奎章阁曝书

目》 隆熙二年 (1908 年) 记有 《周易集解》。 《周易集解》 对于韩国易学影响主要

是实学派。 在韩国儒学发展史上, 16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叶是朝鲜王朝实学派形

成、 发展和成熟的阶段。 根据有关学者研究, 韩国实学派有转型实学派、 星湖实学

派、 北学实学派、 考据学实学派、 气学实学派。 (参见李甦平, 第 496 - 502 页)
表现在易学上, 与汉学易相关的实学派有星湖实学派、 北学实学派、 考据学实学

派。 星湖实学派以李瀷 (1861 - 1763)、 安鼎福 (1712 - 1791)、 丁若镛 (1762 -
1836) 为代表, 北学实学派以朴齐家 (1750 - 1805) 和与朴齐家探讨经学问题的

成海应 (1760 - 1839) 为代表, 考据学实学派以朴齐家弟子金正喜 (1786 - 1856)
为代表。 如成海应作 《经解 - 易纬说》, 肯定了汉易的价值。 他说: “ 《易纬》 之

《乾凿度》 颇醇正, 说者称其书出于先秦, 自后汉书南北朝诸史, 李鼎祚 《周易集

解》 征引最多, 皆于易数有所发明。” (成海应, 第 489 页) 他又作 《经翼 - 易类》
言古文易时, 称汉代费直、 郑玄、 晋人王弼等人分传附经, 至 “唐李鼎祚又以序

卦散缀于六十四卦之首是谓今易” (同上, 第 491 页) 。 作为北学实学派朴齐家的

弟子金正喜, 曾来中国与乾嘉学者翁方纲、 阮元等人访学, 深受北学实学派和乾

嘉学者的影响。 金正喜作 《易筮辨》 《周易虞义考》 时运用考据方法对易学问题

进行考辨, 如他对虞翻的 “旁通” 进行考证, 认为旁通说不符合经文, 其中也涉

及到虞翻的互体说、 卦变说、 卦气说等。 其运用的资料皆取之于李鼎祚的 《周易

集解》 。
丁若镛是汉易研究的集大成者。 他秉承了星湖实学派学风和清初以来反思和检

讨汉易的易学传统, 通过考察汉代易学与晋唐易学及宋明易学, 爬梳、 汇集和抄录

留下的汉易资料, 撰 《易学绪言》, 专列 《周易集解论》 《周易郑康成易注论》
《汉魏遗义论》 《陆德明释文钞》 等章节。 丁氏研究汉易的重点是李鼎祚的 《周易

集解》。 他高度赞扬了汉代易学家, 认为荀爽、 虞翻、 九家等象数和训诂多符合经

文之旨。 如他说: “荀爽、 虞翻二家之说, 多合经旨。 盖易学三十余家, 其集大成

者, 九家也。 九家之中, 其集大成者, 二家也。” (丁若镛, 第 53 页) “案 《周

易》 免于秦火, 经文无缺。 据 《汉书》 所论, 商瞿以降, 师承不绝。 降及九家,
名闻韡烨。 其训诂义理, 宜若无谬。” (同上, 第 52 页)

他将汉易遗失归于王弼, 对王弼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认为王弼 “以私意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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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荡百家。 凡自商瞿以来, 相承相传之说, 尽行殄灭。 灭卦变, 灭爻变, 灭互体,
灭物象, 灭交易、 变易, 灭反对、 牉合。 塞众妙之窦, 开纯浊之源” (丁若镛, 第

52 页)。 极力贬低孔颖达 《周易正义》 取王弼注而为之疏。 他指出: “孔氏邃学,
足知王氏之陋, 而今以撰疏之, 故推尊王氏, 至谓之独冠古今, 何其谬也?” (同

上, 第 79 - 80 页) 极力赞扬李鼎祚撰 《周易集解》 汇集汉代象数之学, “虽胥有

得失, 而较诸王氏之 《易》, 皆足以卧于楼上。” (同上, 第 80 页) “其微言妙旨,
时有闲见, 则周鼎殷彝, 蕤光粲然, 终非牙郎赝物所敢比拟。” (同上, 第 53 页)
他呼吁: “诚欲学 《易》, 唯取李鼎祚 《集解》 十卷, 以为拱璧。” (同上) 而他自

己最大的愿望是以汉易尊为 “拱璧”, 取 《周易集解》 作义疏、 以补汉易之缺。
(参见同上, 第 104 页)

当然, 为了维护和重建汉代象数易学, 他与清儒毛奇龄等人类似, 深刻的反思

和检讨汉易存在的问题。 如他以文本或圣人之意为圭臬, 对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八

宫、 卦气、 卦变、 爻变、 蓍数等进行了深刻分析, 指出其不符合文本之意、 牵强附

会、 前后不贯通等弊端。 基于汉易象数支离破碎, 缺乏一贯性的问题, 丁氏撰

《周易四笺》 重新建构以爻变贯穿其它象数易学的汉易体系, 即所谓的 “推移”
“物象” “互体” “爻变” 的 《易》 之四法。 此象数四法, 是对汉代易学和清初以

毛奇龄等人的汉学易的阐发。 丁氏易学与乾嘉时期惠栋、 焦循、 张惠言、 姚配中等

人汉学易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东亚汉易复兴和重建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见林

忠军, 2015 年, 第 141 - 171 页)
朝鲜半岛易学和中国本土易学传入日本后迅速传播。 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收入易学典籍共 33 种, 177 卷。 (参见邢永凤、 马步云, 第

106 页) 仅日本静嘉堂藏 196 种单行本易类汉籍和含 231 种易类汉籍子目的 60 种

丛书。 (参见李勇慧、 孙悦, 第 103 页) 江户时代是日本易学发展的鼎盛期。 按照

吴伟明的统计, 此时传到日本汉至清代的易学著作有 209 种。 (参见吴伟明, 2009
年, 第 24 页) 与汉易相关的有李鼎祚 《周易集解》、 王应麟 《郑氏周易》、 陆德明

《周易释文》、 孙堂 《汉魏二十一家易注》、 毛奇龄 《仲氏易》 《推易始末》、 惠栋

《周易述》、 孙星衍 《周易集解》、 曾钊 《周易虞氏易义笺订》、 李道平 《周易集解

纂疏》 等, 重印的中国易学著作有 71 种。 (同上, 第 199 - 207 页) 其中李鼎祚

《周易集解》 有两种: 一是 《李氏易传》, 二是 《易解义疏》。 现今藏在日本各大

图书馆的李鼎祚 《周易集解》 的版本约有 100 种。 有 6 种版本, 以学津讨原、 古经

解汇函、 津逮秘书居多, 可见 《周易集解》 在日本流传甚广。 当然, 这些古籍哪些

是古代原版传过去的、 哪些是在日本重印 (或手抄) 的, 则有待考证。
就研究而言, 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形成了朱子派、 古学派、 折中派、 国学派, 阳

明派。 (同上, 第 159 页) 其中古学派和折中派, 擅长考据, 以探求 《周易》 古义

为己任, 这类似于中国乾嘉学派。 “江户时代后期, 承继了以往古学派钻研字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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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研究方法, 又接触到了中国清代学术成果的传入, 于是考据学派乃应运而

生。” (陈威瑨, 第 65 页) 如太宰纯 (1680 - 1747) 作 《周易反正》, 秉承日本古

学派徂徕之学风, 以孔子易学为尺度, 运用考辨方法, 深刻的反思了中国易学, 对

于中国汉宋诸家易学提出了大胆质疑。 如他指出, 孔子传 《易》 于商瞿, 六传至

汉田何, 至东汉孔子 《易》 失其传, 自马融、 郑康成以下注 《易》 者, “皆未得仲

尼之指” “大抵以己意解辞义” “唯王辅嗣较近之, 而其病在好虚无, 朱仲晦颇得

之, 而其病在言理气, 且其所著 《启蒙》 者牵合附会, 大乱易道。” (太宰纯, 第

1 - 3 页) 他又进一步解释说: “自汉季专门废, 而诸儒率以己意说之, 至是不得不

舍象数而求辞义, 此易学之一变也。 ……然晋人以 《易》 合老子, 以虚无为道,
王韩二子皆老者, 彼其说 《易》, 虽颇通大义, 然其言时涉虚无, 此其病也。 孔疏

则主二氏, 无复异说。 宋程颐以王说为非是, 而欲矫之, 乃作 《传》 而专主义理,
以心法为道, 以为但明卦爻辞义, 可以治天下国家, 故其 《传》 唯说六十四卦,
而遗 《系辞》 以下, 是何可与言 《易》 乎。 朱熹又知程 《传》 之非是, 以为易只

是卜筮之书, ……熹之注 《易》, 其于六十四卦则专以象占二者言之, 其说颇近

是, 然亦有不及王义者, 其于 《系辞》 以下, 则谬解甚多。 盖熹不知易道, 以常

道视易, 且以其所好心性理气之说解之, 是以叛易道耳。” (同上, 第 13 - 15 页)
他的观点虽有些偏激, 其易学怀疑批判的精神却十分可贵, 与中国清代考据方法类

似。 基于此, 他的易学是汉宋兼采, 以文字训诂为主, 不废义理。 太宰纯的文字训

诂多取陆德明 《经典释文》 中汉儒文字释义, 象数和义理多取王弼、 韩康伯、 孔

颖达、 朱熹易注, 排斥汉宋易学中互体、 卦变、 图书之学, 建构以无失 “仲尼之

指” (同上, 第 3 页)、 融合汉宋为一炉的汉学易学体系, 成为日本江户时代考据

易学开拓者。
皆川愿 (1734 - 1807) 作 《易原》 《易学开物》 《周易绎解》 等著作, 创立了

以字词名物之声韵训诂和考据方法为内容的 “开物学”, 认为此学完全符合 《周

易》: “余潜心斯学三十年, 而始得天常数与定则, 乃依以推之于六十四卦, 六十

四卦及其象爻辞, 皆可互相征验合之一揆。” (皆川愿, 第 273 页) 以此推演 《周

易》 象辞, 而成 “易学开物学”。 其订六十四卦名声, “以陆德明 《音义》 为本”
(《易原》 卷下)。 他肯定了陆氏保留的汉代文字训诂, 而对于汉代象数之学持批判

态度, 如他说: “ 《周易》 之书, 其义幽深精微, 而自汉儒言之者众然。 余夙志于

斯学, 颇阅夫数十家之书, 窃以为其传授自商瞿者, 皆妄言” “本其意者之义求诸

夫数十家书, 皆未能言之者矣。 盖汉儒率以一经专其门, 故其学实, 虽自已而不本

之仲尼, 其道不尊, 是以矫诬作是言矣。” (《书周易后》, 《淇园文集》 卷七) 他

对于汉代象数之学批评与清代乾嘉王引之重汉代训诂斥象数的汉学易极为相似。 而

他的汉学易研究更多是受到清初毛奇龄和朱彝尊启发, 如他说: “某学本于 《周

易》 以及之他经, 自汉儒之说, 率多不谓是, 矧如清人朱彝尊、 毛奇龄者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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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志振千古, 自谓造幽微矣。” (《答太田元贞书》, 《淇园文集初编》 卷三) 尤

其是文字训诂, 多本之于毛奇龄: “盖余自少时, 读清朝先儒毛奇龄所著 《古今通

韵》, 辨七均之说, 乃大得, 有所发云。” (《易原》 序) 毛奇龄作为清初易学大

家, 不仅批判了宋儒图书之学, 而且还借助李鼎祚 《周易集解》 所存汉易, 创造

了自己的象数体系, 成为影响乾嘉易学和近世日本、 韩国汉学易的易学家。 (参见

林忠军, 2022 年, 第 1545 - 1574 页) 与毛奇龄不同的是, 皆川愿排斥象数, 专于

易学训诂。
日本另一位汉学易研究者是受皆川愿影响的大田元贞 (1765 - 1825)。 他有多

部易学著作出版, 在 《九经谈》 易学部分, 他提出 “欲复汉学之旧, 而窥周孔之

阃奥者, 宜先从事象数之学, 然后义理亦可得而言也” (大田元贞, 第 308 页) 的

观点。 他讲的象数是李氏 《周易集解》 保留下来的汉代象数, 非图书之学。 如他

说: “汉人象数之学, 今其全书皆不具存, 独有郑玄 《易注》、 李鼎祚 《易解》, 足

知其梗概耳。 ……因此二书, 知汉人有象数之学而考索之, 则圣人立象系辞之妙,
亦可得而知矣。 二书之有功于易学, 岂曰小补之乎哉?” (同上, 第 308 - 309 页)
因此, 他从 “凡易之卦爻皆象也, 故无象外之辞” (同上, 第 312 页) 出发, 通过

反思中国的汉学易中虞翻、 九家易、 荀爽、 毛奇龄、 黄宗炎等人之说, 总结出互

体、 大体、 物象、 伏卦 (旁通)、 卦主、 爻位等易学体例, 以之解 《易》。 又如其

《周易会通纂要》 会通汉宋易说, 也引京房、 荀爽、 虞翻、 毛奇龄之说。
折中朱子和阳明思想的佐藤一斋 (1772 - 1859) 有多部易学著作问世, 其中

《周易栏外书》 汇集中国历代众家之言, 其人物和书名达百余家, 以元明清官学易

为主。 其中引用了唐代陆德明 《经典释文》、 李鼎祚 《周易集解》 和清代毛奇龄

《仲氏易》。 其注易方式 “乃是近于汉代象数 《易》, 采用互体、 爻变、 飞伏等

《易》 例以推象通辞, 再以之作为义理之根据”。 (陈威瑨, 第 183 页) 李氏 《周易

集解》 和毛奇龄 《仲氏易》 成为一斋易学的重要来源。 大田元贞的门生海保渔村

(1798 - 1866) 不仅重新校勘了阮元刻 《周易正义》, 而且在汉易考辨方面作出突

出贡献。 (参见吴伟明, 2017 年, 第 25 - 41 页) 如他作 《周易汉注考》, 以考据

为方法对李鼎祚 《周易集解》 保留汉魏以来的马融、 郑玄、 荀爽、 虞翻、 宋衷、
陆绩、 蜀才、 九家易、 干宝、 侯果、 崔憬和李鼎祚本人的易注及 《周易正义》 《经
典释文》 《汉上易传》 中汉易做了详尽的考辨和解释, 引用最多是 《周易集解》、
张惠言 《周易虞氏义》、 朱震 《汉上易传》、 惠栋 《易汉学》。 其内容除了郑玄爻

辰、 虞翻卦变不取外, 汉易其他内容均有涉猎。 (参见海保渔村, 第 33 页)
总之, 日本江户时代的考据学者, 对于汉学易, 既传承乾嘉学风, 又有自己特

征, 对于恢复和重建整个东亚汉易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亚汉学易的研究, 中国清代

是研究的发源地和中心, 古代韩国和日本是中国汉学易研究的延续与补充。 古代的

越南和琉球受官学化宋易的影响至深, 更多停留在 《周易》 文本和程朱易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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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释层面上, 其创新性远不及古代的日、 韩, 而在汉学易研究方面, 未见汉学易

研究著作, 其他易学著作中的汉学易思想与方法也极为贫乏。

四、 结论

李鼎祚 《周易集解》 成书于汉代易学衰微和玄学易兴盛的唐代中后期。 汉代

以后, 由于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 汉代易学逐渐失去了官学地位而趋向式微, 而幸

有唐代李鼎祚 《周易集解》 保存遗失的汉代易注, 才使汉代易学大略显见于世。
虽然唐宋元明, 汉易研究不是易学主流, 《周易集解》 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但是

《周易集解》 作为易学重要的典籍仍然被刊印流行, 引用其汉代易学资料者则不乏

其人。 至十七世纪后, 随着时代学术的变迁, 汉代易学倍受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易学

家的关注而成为易学中的显学, 《周易集解》 因为保存汉易资料成为宋易衰落之后

必不可缺少的、 最为重要的典籍, 在诸多易学文献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在这个意义

上说, 东亚汉学易兴起, 依赖李氏 《周易集解》, 若没有李氏 《周易集解》, 则无

东亚的汉学易。
东亚汉学易起自于中国清初宋易衰落之时, 鼎盛于乾嘉时期与日本江户时代中

后期和朝鲜半岛朝鲜朝中后期。 中国清代乾嘉学派、 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 韩国朝

鲜时期实学派, 一方面通过解释李鼎祚 《周易集解》 和陆德明 《周易音义》 所存

的汉代易学资料, 互动互鉴, 恢复了以象数音韵、 考辨为方法的汉易; 另一方面立

足于不同国别, 按照自己的理解, 重建了新汉易体系 (汉学易)。 其中毛奇龄易学

对于东亚汉学易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清初, 毛奇龄的易学辨伪和仲

氏易学, 深深地影响了乾嘉学派汉易研究。 而毛氏学术传至东亚诸国后, 其考辨学

术方法, 成为东亚日、 韩易学和整个经学的方法。 (参见沈庆昊, 第 269 - 270 页)
如日本皆川愿、 佐藤一斋和韩国丁若镛等皆受到毛奇龄易学的影响。 而毛奇龄的易

学研究, 受家传易学影响, 更多是取李鼎祚 《周易集解》 中汉代易学资料作为其

易学研究内容。
东亚汉学易兴起的主要原因是官学化的宋易中图书之学非易学文本所固有, 以

此解易、 探索易学起源, 与易学文本本义和圣人之意相悖; 而近古存古义的汉易,
却因汉唐玄学易兴盛又失传; 汉易以象数和训诂解经, 夸大象数作用, 其附会之弊

端日益显露。 因此, 清算官学化的宋易、 考辨易学图书之真伪、 汇集和爬疏已失传

的汉易资料、 检讨汉易之得失成为东亚重塑汉代易学的开端。 在此基础上, 以

《周易集解》 为研究对象, 重新解释汉易, 探索易学文本固有意义是东亚汉学易研

究的主要内容。 东亚汉学易虽然是在整理和解释汉代易学中形成, 与汉代易学在解

《易》 的思路、 方法及其所运用资料等方面高度一致, 但东亚汉学易摒弃了汉易中

非理性的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并纠正了汉易解经存在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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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创新, 因此, 东亚汉学易与汉代易学不尽相同。
从 《周易集解》 的流布和研究看, 东亚汉学易, 与整个东亚易学一致, 具有

连续性和一体化的特征。 所谓连续性, 是指汉学易始于中国清代, 逐渐向东亚诸国

延伸, 呈现出不间断的、 连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是一个不容分裂的整体。 一体

化, 是指汉学易, 皆以 《周易集解》 和 《经典释文》 为研究对象, 文本相同; 运

用考辨、 象数和训诂方法来回复汉易、 探求其本义目标一致。 只有从整体上宏观去

思考、 探索, 才能冲破地域和文化差异的藩篱, 真正还原或再现汉学易本来的面

貌。 东亚的汉学易不是东亚某一国的汉学易。 若仅仅着眼东亚某一国或某一国的某

一人的汉学易展开研究, 其成果的学术价值也许很精湛、 很有见地, 却因缺乏宏观

视野, 失之于零碎和孤立而令人深感遗憾。 当然, 东亚诸国汉学易仍有一定差异,
表现在东亚诸国研究深度上和研究成果表现形式上不尽一致, 如中国清代是汉学易

发源地, 是汉学易的重镇。 汉学易研究内容是象数、 训诂和考据俱全, 基本上摆脱

了宋代易学, 是纯粹的汉学易。 而日本江户时代和韩国朝鲜王朝的汉学易研究, 虽

然在考据、 文字训诂以及象数方面有所推进, 但因长期受程朱官学易的影响, 还未

与宋易完全切割, 有许多汉学易研究成果仍有宋易的影子, 以汉易为主兼顾宋易象

数的研究成果, 屡见不鲜。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传入日、 韩的易学, 更多是中国唐

宋以后的官学易, 而李鼎祚 《周易集解》 在宋始刊, 流传不广, 保存在其中的汉

易不是易学主流, 日、 韩所接触到的汉易更多是通过清代汉学家疏解 《周易集解》
中的汉学易, 这可能是日、 韩易学家之所以关注毛奇龄、 惠栋、 张惠言等汉学家、
其研究远不及中国的原因。 就日、 韩比较而言, 日、 韩汉学易也有细微差别, 如江

户时代的日本汉学易更注重文字训诂, 在音韵训诂方面更深入和细致; 而朝鲜王朝

的韩国汉学易更注重象数, 在象数研究方面更突出一些, 这恰恰显示出东亚汉学易

的本土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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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the iconic terms for Confucianism. While interpreting
“renyi ” through “ concept ” can solve many theoretical issues indeed, it nevertheless
deviates from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Finally, the uniqueness of
Confucian “ming” lies in its involvement with human-related concepts. Thus, “ming” is
not only an epistemological issue but also an evaluative one. Starting from this perspective,
we can both reconcile various Confucian theories of human nature and elucidate the very
essence of its philosophy that is “shengsheng” (generative vitality) .

On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Zhouyi and East Asian Sinological Yi-ology

Lin Zhongjun

The most important text for the rise of Sinological Yi-ology is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Zhouyi by Li Dingzuo of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 this book failed to circulate
widely during the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hen Cheng-Zhu Yi-ology was
prevalent. After the 17th century, with the changes in academic trends of the times, Han
Dynasty Yi-ology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East Asian Yi-ologists and
gradually brought forth a prominent school in Yi-ology studies.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Zhouyi, due to its preservation of Han Dynasty Yi-ology materials, emerged as the
most significant classic text after the decline of Song Dynasty Yi-ology. Sinological Yi-
ology originat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en Song Dynasty Yi-ology declined,
and flourished during the Qianlong-Jiaqing period of China, the mid-to-late Edo period of
Japan, and the mid-to-late Joseon Dynas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On the one hand,
influenced by Mao Qiling and other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both the Qianlong-
Jiaqing School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a, the Kogi School in Japan's Edo period, and
the Silhak School in Korea's Joseon Dynasty restored Han Dynasty Yi-ology, which had
been focused on Xiangshu, by interpreting the preserved Han Dynasty Yi-ology materials
such as Li Dingzuo's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Zhouyi;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three schools reconstructed a new form of Han Dynasty Yi-ology ( i. e. , Sinological Yi-
ology)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nationaliti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rise of Sinological
Yi-ology in East Asia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Tushu Studies within the state-sanctioned
Song Dynasty Yi-ology in East Asia contradicted the original Yi-ology texts, while the Han
Dynasty Yi-ology, though preserving ancient meanings, had been lost, despite the latter's
flaw of forced associations in interpreting the classics through Xiangshu. Therefore,
critiquing and correcting the Song Dynasty Tushu Studies, verifying the authenticity of Yi-
ology texts, as well as compiling and sorting out the lost Han Dynasty Yi-ology - these
three attempts marked the very beginning for the revival and reconstruction of Han Dynasty
Yi-ology. Taking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Zhouy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reinterpreting Han Dynasty Yi-ology, and exploring the inherent meanings of Yi-ology
texts became the main projects for later Yi-ology research in East Asia. Although East
Asian Sinological Yi-ology was formed through collating and interpreting Han Dynasty Yi-
ology, it was not entirely the same as the latter. East Asian Sinological Yi-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own continuity, integration, loc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ty.

A Fusionary Research on Eastern and Western Mereology

Wang Wenfang

The view that there are material things that are composed of, or are the “ sum” or

·071· 《哲学研究》 2025 年第 12 期


